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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援助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际援助的不断攀升,援助的社会经济效

果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聚焦官方援助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增长、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减贫、
就业、福利和移民方面展开。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增长论”、“其他因素影响论”和“无

因果关系论”三种论断。关于援助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从援助国和受援国两个角度展开。援助与外

商直接投资之间有互补和替代关系,且存在“基础设施效应”、“先锋效应”、“荷兰病效应”和“寻租效

应”四种影响渠道。援助的减贫效果则受不平等程度、制度政策、援助形式和分配模式影响;援助可

以增加就业;援助的福利效果存在“转移悖论”;援助对非法移民存在两种相反的影响。本文最后提

出有待解决的研究问题,并简要总结关于中国对外援助效果的研究,得出政策启示。本文认为,关

注官方援助的效果,及时调整援助方式和政策,是提高援助效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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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际援助是典型的跨学科议题,备受发展经济学、外交关系、地缘政治、国际发展、全球治理等研

究领域的重视。同时,国际援助的力度不断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仅官方援助总额就

已经接近1600亿美元,高于世界上120多个欠发达国家各自的GDP总量。长期以来,中国既是援

助国,又是受援国,尤其是在过去的数年里,中国大量增加对外援助,同时得到的双边和多边援助不

断减少,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遗憾的是,中国关于国际援助的研究起步较晚,系统规范性

的成果刚刚开始出现。随着国际政治经济重心继续东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演进,国际援

助无疑会继续攀升,其影响也可能因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力介入而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些都呼唤

学术界,包括中国的经济学界,充分关注国际援助的研究。
根据OECD的定义,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简称ODA)应当满足下述三

个条件:(1)由出资国官方政府机构提供;(2)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增进人类福祉;(3)赠予

至少占到发展援助总额的25%,贷款条件优惠。促贸援助(aidfortrade,即AfT)根据用途可以分为

三类:对于贸易政策和监管的援助、对于基础设施的援助和对于生产部门的援助。援助的动机主要

可以分为援助国的目标和受援国的需要两方面,而援助的目标包括经济目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的,
受援国的需要包括经济增长和减贫(McKinley&Little,1979;Alesina&Dollar,2000;Burnside&
Dollar,2000;Frey&Schneider,1986)。

在早期(20世纪50年代),援助机构的工作受到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

给理论的强烈影响,很多机构资助了较大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忽视了与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生产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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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政策、项目和计划。随着对外援助资金不断攀升,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

增加,这使致力于弥补投资不足的理论遭受质疑,取而代之的观点强调边际收益递减是援助效果欠

佳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索洛模型关注生产率,高度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应地,新的援

助理念主张将提高教育水平作为援助的主要目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拉美国家国际收支严

重失衡,并引发债务危机,这催生了援助研究领域的另一种观点:在政策质量好的国家,援助的有效

性更高(Burnside&Dollar,2000)。冷战结束后到90年代末,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

响,全球官方发展援助下降到最低点。进入21世纪,全球发展失衡日益严重,援助理念重新关注贸

易和生产,受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MDG)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推动,官方援助又开始增加

(Edwards,2015)。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对援助有效性的文献进行总结评论,主要从经济增长、贸易、外商直接投

资、减贫、就业、福利和移民等方面展开,然后提出有待解决的研究问题,并简要提及关于中国对外援

助的研究,最后得出政策启示。

二、国际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国际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得出了差异化的结论。尽管国际

援助可以通过促进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有一些文献是直接研究国际援助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本部分将对此进行简述。而关于国际援助与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

系,本文将在接下来的两部分分别进行介绍。
(一)增长论

一方面,外来援助可以促进投资和固定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增长率(Levy,1988;Hansen&
Tarp,2001)。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援助有利于加快贫困地区的信息传递(吴辉航、白玉,2018),吸引

FDI(Donaubaueretal,2016;Dong&Fan,2017),后者可以以研发、营销的形式促进知识传播,从而

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Kosack&Tobin(2006)研究发现,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与受援国

的人力资本水平呈正相关。Minoiu&Reddy(2010)研究指出,长期来看,发展援助是可以促进经济

增长的。
但援助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技术水平不变,那么投资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当援助占受援国

产出的比例超过一个阈值后,援助对产出增长率的边际影响由正向影响变为负向影响,这被称为“援
助的拉弗曲线模型”(aidLaffercurvemodel),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Lensink&
White(2001)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利用1975-1992年间111个受援国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援助/GNP的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
(二)其他因素影响论

1.援助的有效性受受援国的政策、自然条件及外部环境影响。一方面,在拥有“好政策”的国家,
援助的有效性更高,这种观点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好政策”包括财政盈余、贸易开放以及维持物价

稳定等(Burnside&Dollar,2000;Easterly&Pfutze,2008)。因为政策制定者的偏好不同,受援国的

制度环境和政府治理能力决定援助能否被有效吸收利用。Burnside& Dollar(2000)利用1970-
1993年间56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研究援助的效果,将影响援助流动的政治因素作为工具变量研

究发现,援助与政策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援助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相对于政策不好的国家,政
策质量好的国家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0.18个百分点。Easterlyetal(2004)则对Burnside
&Dollar(2000)的研究进行了质疑。他们使用更多国家更多年份的数据研究发现,援助与政策交互

项的系数不显著,援助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针对此质疑,Burnside&Dollar(2004)进行了回复,交
互项不显著是由于数据含有异常值,而二次项显著为正则可能反映了援助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的复杂

性。Collier&Dollar(2004)也基于含有援助和政策交互项的线性模型,通过使用投资占GDP的比

例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援助对投资的影响发现,在政策好的国家,援助每增加1%,投资额外增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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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百分点,但是影响是递减的,从而得出援助不要集中在最贫穷国家的建议。

Mosleyetal(1987)研究指出,援助在一些受援国有持续性刺激作用,而在另一些受援国的作用

是中性的甚至是负面的,这与政府对援助资金的使用有关。如果援助伴随政府规模扩大、消费增加,
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不大(Temple& VandeSijpe,2017)。Collier& Hoeffler(2004)利用1974
-1997年间1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战后的援助和政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ODA占GDP的比

重代表援助,以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指数(CPIA)衡量政府政策质量,研究发现,在政策质量好的国

家,援助对GDP增长率的影响高0.15个百分点。因此,发生冲突或战争之后,好政策有利于经济恢

复。但是,援助并不能促使政府采取好的经济政策(Burnside&Dollar,2000),反而可能会导致“寻
租”行为增加,腐败蔓延(Knack,2001,2004;Djankovetal,2008;Tavares,2003)。

另一方面,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越差,受援国越易受到冲击,不利于经济增长(Dawe,1996;Guil-
laumontetal,1999;Ramey&Ramey,1995),在这种情况下,援助对于遭受冲击国家的经济增长有

更大的边际贡献。Collier&Dehn(2001)就指出,当受援国面临出口商品价格负面冲击时,援助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外汇流入波动,从而缓解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增加对面临负面冲击国家的援助比

增加对拥有“好政策”国家的援助更有效。但是Dalgaardetal(2004)使用滞后一期的援助作为工具

变量,使用一国土地处于热带地区的比例作为自然气候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发现,援助总体上对受

援国的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是作用的大小受气候影响,气候环境越差,援助的有效性越低。
最后,Guillaumont&Chauvet(2001)通过对上述两种模式的效果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个综合性

的结论:要基于自身环境来评价援助的效果。在此原则下,当政策质量相同时,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

更差的国家应得到更多援助;当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相同时,政策质量更好的国家应得到更多援助。

2.援助的有效性受援助质量和援助国的政策影响。使用来自CenterforGlobalDevelopment的

援助国表现指数对援助数据进行调整,Minasyanetal(2017)研究发现,分配给腐败国家的援助欠缺

有效性;如果援助带有附加条件,则会导致受援国的交易成本和行政负担增加,援助的有效价值也会

下降;只有高质量援助与人均GDP正相关。据Kihara(2012)的研究,由于援助的排他性,日本的援

助表现指数被排在22个OECD援助国中的最后一位,然而受援国人均GDP增长率和来自日本的附

加条件援助之间的相关性,比来自其他国家无条件援助的相关性更高,这说明日本的附加条件援助

效果更好。
援助碎片化正越发引起关注。Frot&Santiso(2008)研究指出,1960年每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收

到少于两个援助国的援助,然而2006年该平均数超过了28。援助碎片化增加了受援国的交易成本

(Acharyaetal,2006)和援助国的行政成本(Anderson,2012),降低了援助的价值。随着援助国在援

助市场上的占比下降,援助国雇用的专门管理援助项目的官员的数量也发生了下降,这意味着有专

业技能的工作人员减少,每个人的控制权加大,政策质量将会下降,腐败增强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

(Knack&Rahman,2007;Djankovetal,2009)。
实施与援助政策互补的非援助政策有利于提高援助的有效性,Minasyan & Nunnenkamp

(2016)将汇款额作为工人流动性和移民的代理变量,由援助国汇回的汇款额越高,表明援助国对工

人流动和移民的态度更加开放,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强。全球发展中心(Centerfor
GlobalDevelopment,简称CGD)提出从贸易、移民、投资、环境、科技、资金援助和安保七个方面衡量

援助政策的一致性。Gary& Maurel(2015)研究指出,援助政策不应局限于资金支持,还应包括一系

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他们使用2003-2010年间22个OECD援助国和81个受援国的数据,利用

CGD提供的发展承诺指数(commitmenttodevelopmentindex,简称CDI)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援助

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越有利。此外,Knack(2013)和Dreheretal(2015)认为,
援助国与受援国的政治距离和意识形态差异会通过破坏信任和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援助的有效性。

Minoiu&Reddy(2010)通过检验援助的长期影响发现,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给予的援助对于受援国

长期发展具有抑制作用。Kilby&Dreher(2010)也提出,相对于以援助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为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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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以受援国需要为动机的援助对于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更有效。
(三)无因果关系论

无因果关系论认为,援助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方面无效,因为援助既不会显著增加投资

(Dollar&Easterly,1999;Boone,1996),也不会使穷人受益(Rajan&Subramanian,2005),却会增

加政府规模(Boone,1996)。Friedman(1958)研究指出,美国对外援助并没有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

长,因为援助资金被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但是在使用时浪费严重。Rajan&Subramanian(2008)也没

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援助在更好的政策环境中更有效。这似乎印证了Deaton(2013)的观点:当穷国

具备经济发展的条件时,它不需要援助。而对于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国家,国际援助是无效的,甚至可

能是有害的。
那么是什么机制导致援助失效呢? 首先,如果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使该国的储蓄率降低或者使

资本/产出比率提高,那么援助将不利于受援国的发展(Griffin,1978)。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制造

业出口是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而援助可能导致受援国汇率升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部门的

份额降低,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在收到更多援助的国家,劳动密集部门的就业增长速度更慢,这可

能会加剧不平等(Rajan&Subramanian,2005)。
其次,如果援助被要求用于购买援助国的产品和服务,交易成本增加,援助有效性降低(Ary-

eeteyetal,2003)。对于援助国来说,附加条件往往扭曲了激励机制,在现实中也很难严格执行,反
而会削弱受援国对援助国的信任(Easterly,2003);对于受援国来说,发达国家的援助条件剥夺了受

援国的政策自主权,受援国无法以主人翁的角色去主导本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失去发展经济的内在

动力(郑宇,2017)。
最后,碎片化削弱了援助国追求发展目标的动机。一个特定的援助国通过增加其在援助市场上

的份额不一定能增加对受援国的杠杆作用(Munro,2005)。依赖于一个或几个关键的援助国,除了

可能丧失政策自主性外,还可能面临一个更有风险性的援助环境,具有垄断力量的援助国可能会利

用垄断力量附加更多条件(Frot&Santiso,2009;Easterly,2002)。而根据集体行动理论,在援助市

场上有更大份额的援助国,有更大的共容利益(Knack&Rahman,2007),也有更强的动机去最大化

援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不是追求商业或非发展性目标,所以这些国家不太可能一直实施损害援助

有效性的行动(Acharyaetal,2006;Knack& Rahman,2007),从而附加更少的条件(Knack &
Smets,2013)。虽然援助碎片化可以近似反映援助国之间更大的市场竞争,对受援国有利(Roger-
son,2005;Frot&Santiso,2009),但是如果有大量的援助国参与,每个援助国只提供一小部分发展

援助,那么责任就会比较分散。援助国越多,越容易觉得援助对于促进发展无效是因为其他援助国

的错误。如果援助国有多个目标,集体行动问题和“搭便车”问题就会加重(Acharyaetal,2006;

Kimuraetal,2012)。因此,受援国应该权衡从援助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的好处和援助碎片化带来

的交易成本的上升(Rogerson,2005)。

三、国际援助对贸易的影响

有关援助对贸易的影响可从援助国和受援国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对援助国来讲,附加

条件的援助对进口的要求直接增加了贸易,而无条件援助则可以通过树立援助国的良好形象使之受

益(Arvin&Choudhry,1997)。另一方面,对受援国来说,促贸援助(AfT)不仅能直接增加进出口

(Hühneetal,2014a;Martínez-Zarzosoetal,2017),还能降低交易成本,进而间接影响贸易(Helble
etal,2012;Calì& TeVelde,2011;Vijil& Wagner,2012),也会影响出口多样性(Hühneetal,

2014b;Gnangnon,2018)。此外,现有研究在官方发展援助(ODA)对于受援国贸易的影响上也各执

己见。有的观点认为,ODA通过改善贸易关系和增加受援国的出口多样性促进其出口(Pettersson
&Johansson,2013;Osakwe,2007),或者通过增强受援国的购买力增加其进口(Kruse& Martínez-
Zarzoso,2016)。也有观点认为,由于“荷兰病”问题,ODA在促进贸易增长方面无效(Arellano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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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Kangetal,2012)。就研究方法而言,引力模型(gravitymodel)(Anderson&vanWincoop,

2003)被广泛用于援助的贸易影响评估,常用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规模、人口、基础设施、贸易成本、
距离和语言等。

(一)国际援助对援助国贸易的影响

援助国的出口商可能是援助的主要受益者。影响机制有两种,如果援助国提供附加条件的援

助,规定援助资金的用途,这将直接要求受援国与援助国的制造商合作(Svensson,2000);如果援助

国提供无条件的援助,这可以帮助援助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增进双边关系,也能促进其出口

(Arvin&Choudhry,1997)。因此,Arvin&Baum(1997)认为援助国应该保持稳定的无条件援助以

维持形象,同时随着时间变化调整有附加条件的援助,以实现跨期效用最大化。

2001年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AssistanceCommittee,简称DAC)发布巴黎公告,建议

成员国除了提供食物援助、技术援助和通过NGO提供援助外,应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无

条件援助。因此,DAC援助国的无条件援助份额有了大幅度上升(Clayetal,2009)。无条件援助在

评价援助国的表现时越来越重要(Easterly& Williamson,2011)。

Silva&Nelson(2012)研究发现,援助确实会增加援助国向受援国的出口,Nowak-Lehmannet
al(2009)也发现,德国的对外援助促进了德国的出口,但是欧盟其他国家对相同受援国的援助会挤

出德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Martínez-Zarzosoetal(2009)利用1962-2005年间德国和138个受援

国的数据,使用引力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德国对外援助1美元,可带来1.4美元的出口。

Wagner(2003)研究指出,援助可以产生133%的回报,也就是说,如果援助国援助1美元,与援助项

目直接相关的商品出口将带来35美分的回报,与援助项目不直接相关的商品出口将带来98美分的

回报。Johansson&Pettersson(2009)使用1990-2005年间184个国家的数据,基于引力模型进行

分析发现,外国援助会增加援助国与受援国的贸易,但AfT的影响是微小的,完全可由与贸易相关

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来解释。
(二)促贸援助对受援国贸易的影响

1.直接影响。有趣的是,促贸援助(AfT)对受援国出口也有显著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

贸易自由化方面障碍重重,所以AfT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很重要(Hoekman&Prowse,2005)。从

多边贸易的角度看,AfT会增加受援国向援助国的出口,也会增加受援国从援助国的进口,但是出口

往往大于进口。Hühneetal(2014)通过分析1990-2010年间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所有成员国的

数据发现,援助每增加1%,受援国向所有援助国的总出口增加5%,从援助国的总进口增加3%。实

际上,AfT是否促进受援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随援助国的不同而有差异。2001-2006年间,日本支

持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以及挪威支持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和高需求”产业的方案在

加强受援国出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德国的AfT计划一直无效,Brazys(2013)认为这

是因为其设计缺乏对出口的关注。
不同类别的AfT对出口的影响可能不同。Martínez-Zarzosoetal(2017)利用2000-2011年间

124个受援国的数据,将滞后两期的AfT作为解释变量,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援助对受援国

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从0.10分位数到0.75分位数,援助对受援国出口的边际影响由5.2%下降

到1.5%,这说明从AfT受益更多的是出口较少的国家。在所有分位数上,对于贸易政策和监管的

援助都可以促进受援国出口,对于基础设施的援助只能促进0.10~0.35分位数上的出口,对于生产

部门的援助只能促进0.10~0.50分位数上的出口。Lemi(2017)基于2002-2012年间50个非洲受

援国、27个OECD援助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援助每增加1%,非洲受援国从OECD援助国进口增加

11%,向OECD援助国出口增加2.3%;分类来看,只有教育培训援助才会增加非洲向OECD国家的

净出口。

2.间接影响。AfT也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或减少其他贸易障碍对受援国出口产生间接影响。
与贸易政策和监管相关的援助打破了贸易监管瓶颈、降低了行政成本,促进了出口(Helble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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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Calì&TeVelde,2011)。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的援助,比如交通设施援助,降低了运输成本和沟

通成本,使得贸易更加便利化(Calì& TeVelde,2011;Vijil& Wagner,2012;Pettersson&Johans-
son,2013)。对于生产部门的教育培训援助和技术援助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受援国的出口

(Brenton&vonUexkull,2009)。

3.出口多样性。AfT也会影响受援国的出口多样性。初级产品出口依赖是许多低收入国家的

主要问题,Hühneetal(2014a)通过估算引力模型发现,AfT在促进受援国制成品出口方面是有效

的,而对初级产品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的,这说明AfT确实对于促进受援国出口升级和多样化做出

了贡献。Gnangnon(2018)利用2002-2015年间104个受援国的数据,估算赫芬达尔指数(HHI指

数)发现,随着AfT实际支付量和累计支付量的增加,HHI指数下降,出口多样性增加,而多样化能

扩大外贸伙伴的数量,同时也能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Gnangnon&Roberts(2015,2017)研究

指出,AfT不仅能促进受援国出口多样化,还能改善出口产品质量。Kim(2017)利用1996-2013年

间133个受援国的数据,从短期和长期视角进行分析发现,援助在短期内减少了出口产品集中度,但
是在长期,援助总体上对于出口结构没有显著影响。

(三)官方发展援助对受援国贸易的影响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官方发展援助(ODA)对受援国贸易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ODA
和受援国出口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Johansson&Pettersson,2009;Pettersson&Johansson,

2013)。Pettersson&Johansson(2013)研究发现,紧密的援助关系拉近了援助国和受援国的“距
离”,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贸易成本,从而促进受援国向援助国出口,其中,重要原材料的出口受益最

大。如果将外国援助视为收入转让,援助使受援国的预算约束线向外移动,购买力增加,从而导致进

口增加(Kruse& Martínez-Zarzoso,2016)。但是当ODA超过一个阈值,援助倾向于阻碍贸易而不

是促进贸易(Elbadawi,1999)。对于非洲来说,援助、基础设施和资源禀赋都会影响受援国的出口多

样性(Osakwe,2007)。外国援助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不超过一国GDP的20%的国

际援助显著促进了出口多样化,而超过GDP的20%的援助显著阻碍了出口多样化。在大多数低收

入国家,援助占GDP的比重低于20%,这意味着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可以使用额外援助来加强出口

多样化(Munemo,2011)。另一些研究指出,受援国的进出口企业并没有受益于援助带来的贸易关系

的改善。Nowak-Lehmannetal(2013)使用1988-2007年间123个受援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

现,双边援助每增加1%,援助国出口增加5%,而受援国向援助国的出口没有显著增加,这可能是由

于投资增加的积极影响被储蓄减少、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抵消了。Liu&Tang(2018)研究发现,中
美对非援助的影响有所不同,中国援助对中非双边进出口都有积极影响,而美国援助对于美国向非

洲出口有积极影响,对美国从非洲的进口并没有显著影响。
如果援助在促进贸易增长方面无效,这往往可以由“荷兰病”来解释。“荷兰病”指援助导致受援

国实际汇率上升,在一段时间内出口量降低,贸易部门规模减小,经济增长速度下降。Arellanoetal
(2009)就发现,援助会增加消费,使汇率上升,贸易部门缩小。Kangetal(2012)还研究发现,随着汇

率升值,援助对受援国出口的促进作用减弱。由于援助项目的周期性以及“荷兰病”问题(Tressel&
Prati,2006;Rajan&Subramanian,2011),波动性比较大的援助可能会损害受援国。但是,援助、实
际汇率和受援国出口及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Suwa-Eisenmann& Verdier
(2007)就指出,技术援助通常可以减轻由“荷兰病”引发的实际汇率升值的影响,因为需要向外国咨

询人员支付资金。从长期来看,Adam&Bevan(2006)研究发现,援助对产出增加的影响超过“荷兰

病”抑制出口的影响。

四、国际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援助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之间既具有互补性,也具有替代性。而援

助对FDI的影响渠道可划分为四种渠道,它们分别是“基础设施效应”、“先锋效应”、“荷兰病效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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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效应”。
(一)援助和FDI之间的互补性和替代性

援助和FDI之间具有互补性。Yasin(2005)基于1990-2003年间撒哈拉以南11个非洲国家的

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双边援助对于FDI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这一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的重要政策含义是,改善与援助国的经济政治关系有利于吸引更多的FDI流入。Gar-
riga&Phillips(2014)通过研究发生冲突之后的国家在1973-2008年的数据发现,援助对FDI流入

有促进作用。Anyanwu(2012)分析了1996-2008年间53个非洲国家的数据,结果表明,就援助流

入越多的国家而言,其FDI流入也越多。Arazmuradov(2012)研究发现,在中亚内陆的5个转型经

济体,援助和FDI有互补关系。
但是,援助和FDI之间也具有替代性。Alesina&Dollar(2000)研究指出,因为高收入国家有更

大的市场,所以私人投资倾向于流向收入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获得援助越多的低收入国家,吸
引的私人投资越少。

此外,援助和FDI之间可以同时具有互补性和替代性。Selaya&Sunesen(2012)研究指出,不
同用途的援助对于FDI的影响不同,如果援助被用于投资辅助生产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会吸引

FDI;如果援助被直接用于生产过程,则会挤出FDI,因此,外国援助的用途构成对其整体效率水平很

重要。Kristjánsdóttir(2006)利用1970-2004年间的GDP、总人口和FDI等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进

行分析发现,在重债穷国,随着收入增加,援助和FDI由互补关系变为替代关系。
(二)四种效应

1.通过改善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产生的正向“基础设施效应”。基础设

施效应指用于基础设施的援助可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从而吸引FDI。Donaubaueretal(2016)利用

1990-2010年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用于基础设施的援

助对于吸引FDI不仅有直接效应,即外国投资者预期基础设施在未来能为其提供很好的服务,还可

以通过改善受援国的交通、通讯、能源和金融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的FDI。类似地,

Kapferetal(2007)使用1982-1995年间52个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援助和FDI的关系,结
果表明,虽然总体上援助对FDI的流入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但对于基础设施的援助如通信、交通

和能源等生产项目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此外,在一些教育比较落后的拉丁美洲国家,从外国投资

者的角度来看,教育质量并不能满足投资要求。但Donaubaueretal(2014)通过分析1984-2008年

间21个拉美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对于教育的援助可以吸引FDI。Bhavanetal(2011)研究了南亚

经济体的情况也发现,对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援助可以促进FDI流入。而 Hien(2008)使用2002
-2004年间越南64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基础设施的援助不仅直接影响

FDI,还通过影响人力资本间接影响FDI。运输设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包括电

力、水和天然气在内的生产设施建设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生产,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人有机会增加

收入和消费。这些都可能扩大跨国公司的市场规模。此外,更多的学校和医疗资源对人力资本会产

生正向影响,从而为投资者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2.通过吸引来自援助国本国而非其他国家的FDI产生的正向“先锋效应”。先锋效应(vanguard
effect)指援助能促进来自援助国本国的FDI,但是不一定能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FDI,这与以下几个

原因相关:有关受援国当地业务及环境的信息可以专属地传达给援助国的公司;通过实施援助活动,
投资者可以收集关于受援国的信息;援助会改善投资商对受援国投资风险的评估;援助有时可以将

援助国的商业规则带入受援国。所有这些对于FDI流动非常重要(Modyetal,2003)。Kimura&
Todo(2010)利用1990-2002年间法、德、日、英、美五个援助国和98个中低收入国家(按1990年世

行分类)的数据研究了援助对FDI的影响,使用滞后一期的ODA作为解释变量,并通过构造ODA
与国家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检验“先锋效应”发现,来自所有援助国的ODA总量对进入受援国的外资

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只有日本援助的“先锋效应”是稳健的。日本在东亚六个国家(中国、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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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投资的6%受其援助影响。Blaise(2005)基于条件logit模

型的研究也表明,1980-1999年间日本的对华援助对日本私人投资者在华选址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Carro&Larrú(2010)通过研究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发现援助和FDI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日本对巴西的援助对日本投资有“先锋效应”。

3.通过扭曲贸易和非贸易部门之间资源分配产生的负面“荷兰病效应”。Arellanoetal(2009)
研究发现,援助增加了消费而不是投资,大规模的援助导致更高的汇率和更小的贸易部门,不利于

FDI流入。Beladi&Oladi(2006)构建了一个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包含进出口两个贸易部门和一

个非贸易公共部门。一般的情况是,假定FDI可被用于进出口部门和公共部门,被用于生产公共部

门产品的援助将会增加公共消费品的生产,公共部门扩大,要素将从贸易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如

果贸易部门比公共部门的资本更加密集,那么从贸易部门流出的资本将会多于公共部门需要的资

本。假定国内资本固定,国外流入的资本可变,那么外国投资将会减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援助会

挤出FDI。

4.通过鼓励非生产性寻租行为产生的负面“寻租效应”。寻租行为主要通过影响政府活动来影

响援助的使用。Economidesetal(2008)利用75个受援国的混合截面数据,同时考察援助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和“寻租效应”发现,寻租行为会减弱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利于FDI流入。
在公共部门相对更大的国家,寻租行为的消极影响更大。Harms&Lutz(2006)利用1988-1999年

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平均来看,援助对FDI的边际影

响接近于零,但在监管严格的国家,援助对FDI的促进作用更大。Karakaplanetal(2005)通过分析

1960-2004年间97个欠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在政府质量高和金融市场发展良好的环境下,援助能

促进FDI流入,但在其他环境下不一定如此。

五、国际援助与发展相关议题

(一)减贫效果

贫困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减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SDGs)中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目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1990年近35.9%的人生活在每人每

天1.9美元的国际极端贫困线以下,到2015年该比重为9.9%。尽管总体上贫困发生率呈下降趋

势,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仍然有所上升(Chen&Ravallion,2007)。现有文献多以贫困

发生率(povertyheadcount)、婴儿死亡率(infantmortality)、贫困缺口(povertygap)或贫困缺口的平

方(povertysquaredgap)来衡量贫困水平。
理论上可以证明,贫困由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决定。高速度、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是减贫的主要

推动力(Ravallion&Chen,1997;Besley&Burgess,2003;Dollar&Kraay,2002,2004),援助的减贫

效果也依赖于受援国的不平等程度(Bahmani-Oskooee& Oyolola,2009)。因为贫困发生率是经济

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函数,即使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如果不均等大幅度增加,贫困率可能仍然保

持不变甚至上升。
即使控制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援助对减贫也可能具有直接影响。Alvi&Senbeta(2012)使用

1981-2004年间人均1美元/天的国际贫困线和79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以贫困发生率

(povertyheadcount)还是以贫困差距(povertygap)或者贫困差距的平方(povertysquaredgap)来衡

量贫困水平,ODA的系数都显著为负。Pettersson(2007)以婴儿死亡率(infantmortality)来衡量贫

困水平,利用1978-2001年间5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ODA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婴
儿死亡率平均降低1.3%,但是结果并不稳健。

减贫效果受到接受国的制度和政策影响。援助可能会帮助降低具有良好制度和政策国家的贫

困水平(Burnside&Dollar,1998),提高民主体制下受援国的生活质量,但对于非民主国家没有影响

(Kosack,2003)。Alvi&Senbeta(2012)还研究发现,一国发达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增强援助的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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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足够多并且足够好的政府监管对于援助的减贫效果也有正向影响(Grindle,2004)。Mosley
etal(2004)使用联立方程,将援助、贫困、政府扶贫支出同时作为因变量,使用GMM估计发现,援助

增加会使政府扶贫支出上升,而扶贫支出影响减贫效果,因此,援助国应该采取灵活的政策来提高援

助对扶贫支出的促进作用。
援助应被分配给有“好政策”的穷国的观点建立在以下逻辑上:好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减

贫依赖于经济增长。但Lensink& White(2000)不认同此观点,他们认为,援助并不只是通过促进经

济增长来影响贫困,还可以通过改善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来减少贫困。此外,侨汇回流在短期内可能

比援助的减贫效果更好,因为它更直接地进入家庭收入,但是Kapur(2004)研究指出,解决结构性贫

困还是需要外国援助。
减贫效果还受援助形式和分配模式的影响。Alvi&Senbeta(2012)研究发现,多边援助和赠予

比双边援助和贷款的减贫效果更好。Collier&Dollar(2002)认为,当援助的边际影响在受援国之间

是相等的时候,这时援助的分配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实中的分配并不是最有效的,如果能实现有效分

配,摆脱贫穷的穷人的数量将会翻倍。Oduor& Khainga(2009)研究发现,对于肯尼亚来说,官方发

展援助对于减贫是有效的,而且在最穷地区的效果好于贫穷程度较轻地区的效果。此外,Bour-
guignon&Platteau(2017)研究指出,援助资金的充裕程度也会影响减贫效果,援助国的援助资金越

充足,援助有效性可能会越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国在选择受援国时可能会降低对受援国政府

管理质量的标准。
但是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援助对于减贫是无效的。如Arvin&Barillas(2002)利用1975-

1998年间11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在民主的发展中国家,ODA占GNP的比重

和人均GNP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以婴儿死亡率、小学入学率和预期寿命来衡量贫困水平,
结果也是类似的(杜旸,2011;熊青龙等,2018)。Masud& Yontcheva(2005)利用1990-2001年间

58个国家的数据,并使用戴维森-麦金农检验(Davidson& MacKinnon,1993)检查自变量的内生

性,研究发现,双边援助对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的影响并不显著。Chongetal(2009)研究指出,援助

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是无效的。
(二)援助对就业、福利和移民的影响

理论上,援助可以改善受援国的营商环境,增强受援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创造更多更好的工

作。实证上,Simpasaetal(2015)使用1990-2010年间非洲开发银行所实施项目的数据,检验用于

不同部门的援助在创造就业的作用上有何不同。他们发现,生产部门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为小规模企

业提供融资和信贷上,比健康和教育领域的项目产生更多的就业。但Page&Shimeles(2015)研究

发现,近年来流入教育和健康等社会服务部门的援助占比增加,流入生产部门的援助占比下降,但援

助并不能有效地增加就业。Page&Söderbom(2015)通过分析非洲国家的企业调查数据发现,虽然

小企业迅速成长会增加就业,但是如果将企业死亡率考虑在内,中期来看,小企业和大企业创造的就

业是相同的。因此,在援助时不应过分夸大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方面的作用。
福利的改善是衡量援助有效性的另一个角度。许多文献将援助视为公共产品(Dudley,1979;

Olson& Zeckhauser,1966)。援助可以增加政府生产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受援国福利

(Agénor&Yilmaz,2013)。综合考虑援助对援助国和受援国福利的影响,通常可以得到“转移悖

论”,即由于外部性、价格和附加条件等因素造成的扭曲,援助使援助国获利,而使受援国受损。Sam-
uelson(1952,1954)认为,当市场稳定时,“转移悖论”不可能发生。反过来,Bhagwatietal(1983)认
为,只要市场有扭曲,“转移悖论”就会出现。Kemp&Kojima(1985)研究指出,“转移悖论”有可能是

因为内生价格扭曲。Djajic'etal(2004)研究发现,在两国两期模型、国际资本市场存在借贷障碍的假

设下,虽然在第一期援助国受损、受援国获利,但是由于援助很可能通过影响生产率从而促进贸易、
改变受援国消费者的偏好而影响消费,使得援助国在第二期获利,受援国受损。但两国的跨期福利

函数受利率因素影响,“转移悖论”仍有可能发生。当援助国没有比受援国更差的产品,附加条件的

—501—

万广华 朱美华:国际援助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进展



  2019年第9期

援助可能使援助国受损、受援国受益或发生帕累托改进(Abe& Takarada,2005;Lahiri&Raimon-
dos,1995)。

在不同博弈策略下,附加条件和无条件援助对福利的影响不同。当援助国之间采取非合作策略

时,更高排他性的援助(即附加条件援助),会增加受援国的社会福利。当援助国之间协调援助政策

以最大化包括受援国福利在内的共同福利时,更低排他性的援助(即无条件援助),将会增加援助国

的社会福利(Kim&Kim,2016)。
此外,目的地和来源国之间的福利差异被认为是驱动移民的根本力量。所以,援助已经被作为

一种措施,促进移民来源国的发展,从而减少经济移民(Todaro& Maruszko,1987;Faini&Venturi-
ni,1993)。援助对非法移民有两种影响:一是它缩小了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收入差距,降低非

法移民的数量。二是受援国收入增加,边际效用降低,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移民成本代表的效用相

对下降,从而增加非法移民的流量(Gaytan-Fregoso&Lahiri,2000)。

六、总结及启示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虽然目前研究国际援助有效性的文献不少,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
第一,研究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文献较少,主要原因是数据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

没有公布其官方对外援助数据,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研究受到限制。
第二,现有文献研究援助对贸易的影响时大多只考虑经济因素,比如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程度

等,往往忽略了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另外,已有文献指出了援助国之间的异质性影响 AfT的效

果,那么这种异质性是否也影响ODA的贸易效果呢? 此外,援助对贫困的影响可能不是当期的,需
要考虑滞后效应。短期和中长期影响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短期,援助的减贫效果可能不明显,在
中长期,援助可能通过政治制度建设和能力培养影响贫困。

此外,在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援助对受援国环境的影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援

助国在进行援助时,不仅怀有经济动机,还可能怀有政治动机,但是关于援助的政治影响的研究较

少;贷款援助和赠予援助的影响可能不同,在不同国家,哪种援助形式更加有效也是值得关注的

问题。
第三,当前援助模式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本文提到的“荷兰病”、碎片化、激励机制的扭曲等。如

何构建一种新型援助模式来解决援助的无效性问题,这也是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对外援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处于摸索阶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对外援助

变化很大,援助对象的选择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合作。21世纪以来,中国对

外提供了大量援助,悄然影响着国际援助体系(Woods,2008),逐渐形成了官方援助和商业参与相结

合的独特的“中国模式”(Morgan& Zheng,2019)。中国对外援助以双边援助为主(Lengauer,

2011),主要由政府提供,依赖于官方渠道(Opoku-Mensah,2009)。中国的官方援助主要可以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是符合OECD标准的高度优惠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ODA),另一部分是提供更高利息

或者更少补助的其他官方融资项目(OOF)。Bräutigam(2011)研究指出,中国的援助是发展性的,中
国确实提供符合官方发展援助定义的资金,但只占官方融资总额的很小一部分比重。Kurlantzick
(2006)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国会减免贷款偿还数量。

针对中国长期对非的大量援助,西方有部分声音认为中国实行“新殖民主义”(Larmer,2017)。
但事实上,中国是为了双赢合作。Taylor(2009)研究指出,作为合作伙伴,中国与非洲的长期利益相

吻合。一方面,援助促进了贸易。Sautman& Hairong(2007)认为,援助促进了中国企业与非洲的

合作,中国向非洲出口大量机器、电子设备等高科技产品,这些产品比从西方进口和当地生产便宜,
这使穷人和消费者受益,减轻了非洲对西方的依赖。另一方面,援助推动了投资。Morgan&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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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通过分析1956-1999年间中国实施的对非援助项目数据发现,中国过去对非援助与当代对

非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胡兵等(2015)研究指出,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促进对非投资,
其效应在规模较小的东道国更为明显。Dong&Fan(2017)的研究表明,流入社会经济基础设施部

门的援助对中国对非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而流入生产部门和政府的援助会挤出中国投资。张汉林等

(2010)研究发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降低对非援助占GDP的比重,同时增加对非投资

占GDP的比重。此外,与传统援助国对非援助失败(Moyo,2009)相反,Babaci-Wilhiteetal(2013)
认为中国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的可持续发展。Pehnelt(2007)也认为,西方国家给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援助并未促进其经济增长或减少贫困,而中国对非援助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垄断,增加了援助国之

间的竞争,从而有利于提高援助效率。Meyerssonetal(2008)研究了中国对自然资源不断增长的需

求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对于非洲经济发展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出口每增加1%,一年GDP增长率提升0.2%,三年GDP增长率提升0.7%,这要大于出

口到美国和印度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说,同样是促进了贸易的援助,中国的援助给非洲带来的经济

效益更好。
中国对非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Bräutigam(2011)研究发现,中国提供的基础设施建

设对当地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中国还向非洲派送了大量的医务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和教

师,为非洲修建铁路、通信设施、医院、学校和大坝提供了大量劳动力。Sautman& Hairong(2007)
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参与的对非援助项目所得到的回报率是低于西方国家的。Pehnelt(2007)研究

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工程师比西方国家公民更愿意在国外工作,这使得中国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相

对于西方国家具有成本优势。
基于文献综述,本文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提升援助的有效性。首先,合理安排援助

用途。中国大部分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如果增加对于贸易政策监管的援助

和对于生产部门的技术援助,援助的促贸效果可能更好。其次,灵活选择合作形式。对外援助和对

外直接投资都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途径,中国应当因地制宜,两种途径相结合,提高援助效率。最

后,谨慎选择援助对象。为了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在环境条件相同时,应当对那些推行“好政策”的国

家提供相对更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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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ODA)isanimportantpartofglobaldevelopmentagenda.Asthea-
mountofODAcontinuestorisewithemergingeconomiessuchasChinaandIndiajoiningasdonors,theissueofODA
isattractingmoreandmoreattention.ThisliteraturesurveyfocusesonthesocioeconomiceffectsofODA,emphasi-
zingitsimpactsongrowth,trade,FDI,poverty,employment,welfareandcross-bordermigration.Thesurveyends
withdiscussionsonsomeofthependingresearchissues,andtheemergingliteratureonChinasaid.Oursurveysug-

gestsreformingODApolicyandmodalitytoimproveits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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